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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法治道路与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谭道明

内容提要: 巴西法治道路存在明显的秩序短板ꎬ 这与其现代国

家构建问题有关ꎮ 从法治的秩序维度考察ꎬ 巴西独立以来的法治道

路与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先 “治民”、 后 “治官” 最后才 “治王”
的路径正好相反ꎮ 在 “治王” 方面ꎬ 巴西的皇帝、 将军和总统在

不同时期构成巴西法治建设的最大障碍ꎬ 驯服 “王者” 并不容易ꎮ
近 ４０ 年来ꎬ 通过国会两次成功弹劾ꎬ 巴西总统的权力已经得到极

大限制ꎮ 在 “治官” 方面ꎬ “洗车行动” 开创了一个法检警协同合

作的反腐败新模式ꎬ 法治反腐取得重要成就ꎮ 但是ꎬ 巴西法治建设

在 “治民” 方面长期表现不佳ꎮ 巴西法治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可以

从现代国家构建视角得到一定解释ꎮ 结合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中外

学者的研究成果ꎬ 现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国家合法性、 国家自主性

和国家能力三个层次ꎮ 通过考察巴西的现代国家构建ꎬ 可以发现它

的国家合法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ꎬ 但国家自主性不足、 国家能力软

弱ꎬ 且在短期内无法有效解决ꎮ 可以说ꎬ 巴西法治的秩序短板实质

上是国家能力的短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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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法治道路与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ꎬ 近 ４０ 年来巴西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

重要成就ꎮ 世界正义工程 (ＷＪＰ) 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度世界法治指数» 显示ꎬ
巴西的法治指数得分在全球 １２６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６７ 位ꎬ 在拉美地区 １９ 个国家

中位列第 ６ꎬ 仅次于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智利、 阿根廷和巴拿马ꎬ 在金砖五

国中排名第 ２ꎬ 次于南非ꎬ 好于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ꎮ①

然而ꎬ 巴西法治建设也存在明显的短板ꎮ «２０２０ 年度世界法治指数» 显

示ꎬ 就 “秩序与安全” 指标而言ꎬ 巴西全球排名第 １００ 位ꎬ 不仅位列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智利之后ꎬ 竟也不如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萨尔瓦多等以乱著

称的中美洲小国ꎬ 着实令人诧异ꎮ② 更重要的是ꎬ 巴西法治的 “秩序与安全”
短板已不是现阶段或暂时的问题ꎬ 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长期问题ꎬ 历届政

府均未从根本上妥善解决ꎮ 那么ꎬ 在巴西独立 ２００ 年特别是近 ４０ 年来的法治

发展进程中ꎬ 这一短板为什么始终存在?
一种想当然的解释是巴西的立法进程滞后于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ꎬ 特

别是没有认真汲取先进法治国家的经验ꎮ 本文没有接受这种解释ꎮ 事实上ꎬ
自 １９ 世纪初独立以来ꎬ 巴西先是承继了前宗主国葡萄牙的法制遗产ꎬ 之后又

经受 “欧风美雨” 的洗礼ꎬ 其法治理念先进ꎬ 法律体系较为完备ꎬ 权力分立、
权利法案、 违宪审查等机制和保障一应俱全ꎮ 然而ꎬ 巴西的法治建设水平与

先进法治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ꎬ 长期停留在 “法治不发达国家” 行列ꎮ
长期以来ꎬ 巴西法治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不是 “无法可依”ꎬ 而是 “有法不

依”ꎻ 法治理念缺位、 法律规范缺乏、 法治机制缺席等不是主要问题ꎬ 而是如

何能让这些理念、 规范和机制落地生根ꎬ 在实践中铸成牢固的制度 “笼子”ꎬ
让执政者、 官员和普通民众一体遵循ꎮ

本文首先从法治的秩序维度出发ꎬ 探讨巴西法治道路相对于西方国家的

特殊性ꎮ 然后ꎬ 在肯定巴西近年来取得的重要法治成就的同时ꎬ 指出其中存

在的不平衡性问题ꎮ 最后ꎬ 针对巴西特殊法治道路的成因ꎬ 本文尝试从现代

国家构建的视角给出一种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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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拉美地区” 是狭义上的ꎬ 不包括加勒比地区国家ꎮ 此外ꎬ 世界法治指数报告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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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西法治道路的特殊性

每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本国具体国情的法治道路ꎬ 巴西这样一个潜力巨

大、 瑕瑜互见的发展中大国也不例外ꎮ 现有研究往往将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法

治问题置于民主问题特别是民主巩固主题之下ꎬ 缺乏对非民主时期法治 (或
法制) 问题的关注ꎬ 并在谈及 “法治” 时采取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ꎮ① 本文

将 “法治” 作为一个独立变量ꎬ 从法治建设的秩序维度考察巴西独立近 ２００
年来特殊的法治道路ꎮ

(一) 法治建设的秩序维度

世界各国法治道路存在不同模式ꎬ 根据推动主体和动力的不同ꎬ 可分为

社会演进型模式与政府推进型模式ꎮ 何勤华、 任超等学者认为ꎬ 早期现代化

的英法美诸国在法治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路径ꎬ 而中国等

后发现代国家带有明显的政府推进色彩ꎮ② 但这种区分不太适合巴西ꎮ 巴西虽

然也是后发现代国家ꎬ 但并没有做到像中国政府这样以立法规划的方式系统

连贯地推进本国的法治建设ꎮ 冯玉军根据由谁来主导法治ꎬ 将西方国家的法

治模式分为欧陆的立法中心主义、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主义和美国的司法中心

主义ꎮ③ 他认为ꎬ 中国的法治道路具有权力主导型、 协商型、 渐进型等特

点ꎮ④ 然而ꎬ 巴西既无法被归入西方国家法治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主义”ꎬ 也不

具备中国法治道路的特点ꎮ 长期以来ꎬ 对巴西法治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力量既不

是国会ꎬ 也不是法院ꎬ 而是巴西帝国的皇帝、 共和国的总统和军政府的将军们ꎮ
何海波教授最近提出ꎬ 可以从秩序维度来理解一国的法治建设ꎬ 即从 “法治是治

谁的?” 这个问题入手ꎬ 把法治分为 “治民” “治官” “治王” 三个面向ꎮ⑤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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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ꎬ 墨西哥学者胡安􀅰卡洛斯􀅰卡列罗斯认为司法机构的软弱和低效阻碍了巴西等拉美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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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是指普罗大众在法律之下ꎬ 那些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个人和群体也不例外ꎻ
“治官” 是官僚群体在法律之下ꎬ 执行公务时做到 “法无授权不可为”ꎻ 而

“治王” 就是 “王在法下”ꎬ 最高统治者的行动不逾法外ꎮ 法不仅在 “民” 之

上ꎬ 还在 “官” 之上ꎬ 更要紧的是在 “王者” 之上ꎮ 可以说ꎬ 何海波的这个

观点不再囿于法学界长期盛行的 “司法中心主义”ꎬ 而是重申了内在于法治建设

之中却被长期遮蔽的 “秩序” 面向ꎬ 对于理解一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大有裨益ꎮ
从法治的秩序维度重新审视西方主要国家的法治道路ꎬ 会发现它们之间

颇有相似之处: 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先 “治民”ꎬ 再 “治官”ꎬ 最后才

解决 “治王” 这个难题ꎮ 作为世界最早的现代法治国家ꎬ 英格兰最先成功解

决的是 “治民” 问题ꎬ 国王的权威及于治下的每一个民众ꎬ 然后法治诉求的

重点又相继落到了 “治官” 和 “治王” 上ꎮ 相比 “治民” 和 “治官”ꎬ 英格

兰的 “治王” 是最难的ꎮ 从 １２１５ 年的 «大宪章» 到 １６８８ 年的 “光荣革命”ꎬ
英格兰花了近 ７ 个世纪ꎬ 几经曲折反复ꎬ 最终以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方

式才完成这个任务ꎮ 美国在独立后幸运地继承了英国 “治民” 和 “治官” 的

重要遗产ꎬ 国父们最大的忧虑是合众国总统会变成英王乔治三世那样的暴君ꎬ
因此他们制定了分权制衡之宪法来限制总统这个最可能的 “王者”ꎮ 然而ꎬ 随

着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张ꎬ 如福山所忧虑的ꎬ 分权制衡机制

有衰败之虞ꎮ 法国自路易十四以来ꎬ 中央集权十分强大ꎬ 第三等级受尽压迫ꎬ
贵族也无力与国王抗衡ꎬ 徒有令第三等级憎恨的特权而已ꎮ 由于无法有效限

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ꎬ 大革命后的法国政治体制长期摇摆于君主制与共和制

之间ꎬ 直到第五共和国时期才臻于稳定ꎮ 作为后发强国ꎬ 德国体制因只能

“治民” 而不能 “治官” 和 “治王”ꎬ 容克地主等精英阶层裹挟民众先后发动

了两次世界大战ꎬ 给本国和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ꎬ 直到二战后通过 «基本

法» 才把官僚系统和 “王者” 的权力限制住ꎮ 总之ꎬ 尽管有早有晚ꎬ 有难有

易ꎬ 成效不一ꎬ 英美法德等国的法治发展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先 “治民”、 再

“治官”、 最后 “治王” 的路径ꎮ
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法治道路相比ꎬ 拉美地区一些国家似乎走了一条相反

的道路ꎮ 限于篇幅和主题ꎬ 本文仅以巴西为例ꎬ 通过 “治民” “治官” “治
王” 三个面向考察巴西独立以来两个世纪的法治发展道路ꎮ

(二) 巴西特殊的法治道路

１􀆰 “治王” 任务初步告竣

与地区其他国家相比ꎬ 巴西制度转型比较平稳ꎮ 在文明发达如欧洲也难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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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两次大战厄运的背景下ꎬ 流亡巴西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大为

感叹: “ (巴西) 即使在革命爆发、 政体更迭的时刻ꎬ 也几乎没有流血牺

牲ꎮ”① 然而ꎬ 政治的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法治发展ꎮ 长期以来ꎬ 巴西的皇帝、
将军和总统是巴西法治发展道路上的最大对手ꎬ 驯服 “王者” 一直是难题ꎮ

根据帝制时代的 １８２４ 年 «宪法»ꎬ 巴西皇帝拥有节制权ꎬ 高踞于其他宪

制性权力之上ꎮ 节制权的制度设计不是巴西的原创ꎬ 也不是源自宗主国葡萄

牙ꎬ 而是受到法国大革命后期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政治思想的影响ꎮ② 贡斯

当提出 “立宪君主制” 模式ꎬ 将国家权力一分为四ꎬ “第四部门” 的节制权

专属于君主ꎬ 具有平衡其他三权并避免它们可能越界的使命ꎮ③ 受到贡斯当思

想的激发ꎬ 一些拉美政治思想家试图创设类似节制权的中立性权力ꎬ 以便让

立法、 行政与司法三权各安其位ꎮ 这样的设想体现在拉美独立初期一些国家

的宪法中ꎬ 如智利 １８２２ 年 «宪法»、 墨西哥 １８３６ 年 «宪法» 以及玻利瓦尔

１８２６ 年为玻利维亚制定的 «宪法»ꎮ 然而ꎬ 这种 “能够使权力服从的权力”
的最大问题是ꎬ 谁来 “节制” 节制权呢? 最终ꎬ 巴西皇帝的节制权遭到了自

由派、 共和派和联邦主义者的联合抵制ꎬ 佩德罗二世皇帝于 １８８９ 年遭遇军人

逼宫ꎬ 帝制时代走向终结ꎮ
进入共和时代后ꎬ 军队的将军们攫取了原本专属于巴西皇帝的节制权ꎮ④

巴西数部共和宪法均规定ꎬ “武装力量仅在 ‘法律范围内’ 服从总统”ꎬ 这事

实上是授权军队可以不服从总统的命令ꎬ 只要将军们认为总统的命令有悖于

法律ꎮ⑤ 此后一段时期ꎬ 军队打着恢复 “法律与秩序” 的旗号ꎬ 公然干涉和

推翻它认为 “危险的” 民主政权ꎮ 自 １９３０ 年以来ꎬ 巴西军队共采取 ６ 次军事

干预行动ꎬ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４ 年的 ４ 次干预行动旨在反对它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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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ꎬ 樊星译: «巴西: 未来之国»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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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７ －１９􀆰

参见韩伟华著: «从激进共和到君主立宪: 邦雅曼􀅰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ꎬ 上海: 上海三联

书店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７５ － ８６ 页ꎮ
Ａｌｆｒｅｄ Ｃ􀆰 Ｓｔｅｐａｎꎬ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７５ － ７６􀆰
１８９１ 年 «宪法» 第十四条、 １９３４ 年 «宪法» 第一百六十二条和 １９４６ 年 «宪法» 第一百七十

六至一百七十八条ꎬ 都规定了军队的若干重要宪法权力ꎮ 不过ꎬ １９３７ 年 «宪法» 是一个例外ꎬ 其第一

百六十一条规定武装力量必须 “完全服从共和国总统”ꎬ 因为时任总统热图里奥􀅰瓦加斯将权力集中

于一身ꎬ 不接受军队制衡甚至推翻他的权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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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为 “危险的” 多元民主ꎬ 只有 １９４５ 年和 １９５５ 年的 ２ 次干预是为了保障宪

法秩序ꎮ 亨廷顿曾把巴西等拉美国家宪法承认军队的护卫功能比作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的宪法功能ꎬ 甚至军队内部也有所谓的 “能动派” 与 “克制派” 之分ꎮ①

当然ꎬ 巴西历史上对法治破坏最严重的要数 １９６４ 年政变后执政 ２１ 年的

军政府ꎮ 军队以 “革命” 的名义推翻古拉特文官政权后ꎬ 先后出台 １９６７ 年和

１９６９ 年两部 «宪法»ꎬ 以保留民主外观的方式确认了巴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官僚威权体制ꎮ 在统治前 ５ 年ꎬ 军政府以 “革命最高统帅部” 的名义发布 １７
件制度法ꎬ 几乎推翻了既有的制度安排ꎬ 并且这些制度法完全不受制于宪法

审查ꎮ 比如ꎬ 第二号制度法将大量国会权力转移给军人总统ꎬ 增加最高法院

法官数量以削弱法院的独立性ꎬ 总统和副总统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ꎮ 该制

度法还解散了 １９６４ 年之前合法存在的所有 １３ 个政党ꎬ 全国只允许存在 ２ 个合

法政党ꎬ 一个是支持军人政权的官方党ꎬ 所有非官方党组成反对党ꎮ 第五号

制度法由强硬派将军席尔瓦总统发布ꎬ 授权总统可以关闭国会ꎬ 允许联邦政

府干预各州和市政府ꎬ 中止政治犯的人身保护令ꎬ 任意解雇包括法官在内的

所有公职人员职务ꎮ 直到军政府统治后期ꎬ 两位温和派军人总统盖泽尔和菲

格雷多开始推动 “还政于民” 进程后ꎬ 这些制度法才渐次遭到废除ꎮ
２０ 世纪中后期ꎬ 巴西武装力量逐渐退回军营ꎬ 不再轻易干政ꎮ 文官政治

重新回归ꎬ 巴西法治得到恢复ꎮ １９８８ 年 «宪法» 加强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领

导ꎮ 该 «宪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强调武装力量在 “共和国总统的最高权力之

下”ꎬ 禁止军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ꎬ 禁止现役军人加入任何党派ꎮ 不过ꎬ
«宪法» 的规定还是留有 “尾巴”ꎮ 它仍规定武装力量是 “法律与秩序” 的捍

卫者ꎬ 军队依然拥有在必要时候干涉文官政治的 “节制权”ꎮ 只不过ꎬ 第一百

四十二条规定ꎬ 军队必须在宪法三大权力分支的主动要求下才可以行使这一

权力ꎮ １９９１ 年第六十九号 «补充法» 第八条进一步规定ꎬ 武装力量的运用是

总统的职责ꎬ 总统可以主动要求军队介入ꎻ 参众两院主席或联邦最高法院院

长可向总统提出运用武装力量的请求ꎬ 但总统有否决权ꎮ 尽管如此ꎬ 军队依

然对巴西政治发挥着某种特殊作用ꎬ 近年来表现得更加明显ꎮ 比如ꎬ 在 ２０１８
年的总统大选中ꎬ 军队罕见出现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趋势ꎮ 个别将军甚至发

出威胁ꎬ 如果前总统卢拉出狱参加大选ꎬ 军队就采取行动ꎮ 博索纳罗胜选并

—５２—

① [美] 塞缪尔􀅰Ｐ􀆰 亨廷顿著ꎬ 王冠华、 刘为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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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多名军人背景的内阁成员ꎬ 导致不少观察家惊呼巴西政治的 “军队化”
似乎正在死灰复燃ꎮ①

不过ꎬ 总体而言ꎬ 在过去 ４０ 年间ꎬ 巴西从未发生过一场军事政变ꎬ 文官

政治比较稳固ꎮ 对于巴西这样一个有长期军人干政传统的国家ꎬ 文官政治平

稳延续、 武装力量退居军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巴西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ꎮ
然而ꎬ 在皇帝和将军之后ꎬ 总统成为巴西法治道路遇到的第三个 “王者”ꎮ 总

统的权力是否应当源于法律并受制于法律ꎬ 也并非没有疑问ꎮ
根据其是否尊重法治ꎬ 可将巴西历史上的总统归为三类ꎮ 第一类是破坏

宪制和法治的总统ꎬ 代表人物有热图里奥􀅰瓦加斯和若昂􀅰古拉特ꎮ 瓦加斯

第一次上台是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ꎬ 任内推行法西斯性质的 “新国家”ꎮ 联邦

政府 “吞并” 各州政府ꎬ 在联邦层面完全靠总统令治国ꎮ 与瓦加斯类似ꎬ
１９６４ 年被政变推翻的若昂􀅰古拉特也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ꎮ 古拉特以副总

统身份继任总统后ꎬ 以全民公投的方式推翻此前与保守派达成的宪制妥协———
旨在为限制总统权力而实行的议会制ꎬ 最终被保守派联合军队推翻ꎮ

第二类是因违宪而遭弹劾的总统ꎮ 自 １９８８ 年 «宪法» 生效以来ꎬ 巴西

已有两位总统被国会成功弹劾ꎮ 这在巴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ꎬ 在世界其

他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也十分鲜见ꎮ 宪法规定的弹劾权在巴西成为一把

随时可能降下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ꎬ 体现了巴西现行宪法和法律对总统权

力的实质性约束ꎮ 当然ꎬ 两位被成功弹劾的总统科洛尔与罗塞夫的情形有

所区别ꎮ 科洛尔身为总统ꎬ 涉嫌严重的政商勾结ꎬ 是巴西历任总统中破坏

法治的负面典型ꎬ 他的下台对巴西法治也有推动作用ꎮ 科洛尔遭弹劾时没

有选择扣敲军营大门ꎬ 而是通过宪法和司法途径解决争端ꎬ 平静地接受了

国会的弹劾决定和此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ꎮ 他的弹劾事件还加速推进了

巴西在反腐败方面的立法ꎮ 罗塞夫因违反 «财政责任法» 而遭弹劾ꎬ 但她

任内推动的反腐败立法是非常密集有力的ꎮ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立法ꎬ “洗车

行动” 这样大规模的反腐行动才能够取得实效ꎬ 确保它能够在巴西现行法

治的轨道内进行ꎮ 因此ꎬ 尽管罗塞夫被弹劾ꎬ 但不能就此否定她对巴西法

治建设的重要贡献ꎮ
第三类是尊重民主法治的总统ꎮ 卡多佐总统较为典型ꎮ 他最大的政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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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财政责任法» 强化联邦和各州财政预算的约束ꎬ 克服了超级通货膨胀和

地方债务危机ꎬ 而不是通过总统的行政令、 联邦干预权等方式实现ꎮ① 此外ꎬ
卢拉任内爆发了 “月费” 案等腐败大案ꎬ 在其卸任后遭遇贪腐指控ꎮ 但卢拉

遵从了法院的判决ꎬ 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入狱服刑的总统ꎬ 表明其具有较

强的民主法治意识ꎮ
纵览巴西历史ꎬ 皇帝已成旧梦ꎬ 将军已经走远ꎬ 总统们则头悬弹劾这把

“达摩克利斯之剑”ꎮ １９８８ 年 «宪法» 实施 ３０ 多年来ꎬ 已有两位总统被国会

援引宪法弹劾条款而成功弹劾ꎬ 一位前总统曾经入狱服刑ꎬ 另一位前总统刚

卸任就遭检方立案调查ꎮ 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及其亲属也面临贪腐指控ꎮ 在世

界所有民主国家中ꎬ 这样的 “治王” 力度是极其罕见的ꎮ 在巴西ꎬ 经过近两

个世纪的反复博弈ꎬ 法治初步战胜了不同面目的 “王者”ꎮ 法治建设的 “治
王” 任务在巴西初战告捷ꎮ

２􀆰 “治官” 取得重要成就

在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中ꎬ “治官” 是仅次于 “治王” 的重要任务ꎮ 在

“治官” 方面ꎬ 巴西做了很多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颁布的 «公务员法» 对公务员的

录用和管理有一套比较规范的制度安排ꎮ 比如ꎬ 规定公务员录用的 “凡进必

考” 制度ꎬ 新公务员 “３ 年试用期” 制度ꎬ 年度考评制度以及违规辞退制度

等ꎮ １９９３ 年颁布的 «行政、 立法、 司法部门等联邦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规

定ꎬ 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联邦公职人员都必须在各自机构申报财产ꎬ 并把副

本寄送联邦审计法院审查ꎬ 公务员财产报告须定期在政府公报上公示ꎮ ２０１２
年颁布的 «信息获取法» 规定ꎬ 除军人外的所有公职人员收入必须全网公开ꎬ
民众无需任何理由即可获取相关信息ꎮ

尽管如此ꎬ 巴西的官僚系统仍难免于腐败的严重侵蚀ꎮ 最近 ４０ 年来ꎬ 巴

西发生的有重大影响的腐败窝案多达十几起ꎮ １９９２ 年的科洛尔腐败案、 ２００５
年的 “月费” 案、 ２０１３ 年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案、 ２０１５ 年的奥德布雷希

特建筑公司腐败案ꎬ 乃至 ２０１６ 年的卢拉涉嫌腐败案②ꎬ 都是震动朝野的大案

要案ꎬ 说是 “政治地震” 并不为过ꎮ 美国反腐败专家约翰􀅰沃利斯将腐败分

为两种ꎬ 体制性腐败与贿赂性腐败ꎮ 体制性腐败是为政治目的操纵经济ꎬ 发

生在政治腐蚀经济活动时ꎬ 而贿赂性腐败则通过政治活动谋取私人经济利益ꎬ

—７２—

①
②

谭道明: «巴西化解和防控地方债务危机的启示»ꎬ 载 «法学»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１１８ －１２５ 页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ꎬ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基于程序性理由ꎬ 推翻了此前巴西联邦库里蒂巴地方巡回法

院第十三法庭对卢拉的定罪判决ꎮ 卢拉涉嫌腐败案将在其他法院进行重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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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经济腐蚀政治活动时ꎮ① 与贿赂性腐败难以避免不同ꎬ 体制性腐败是可

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抵御的ꎮ 从性质上看ꎬ 巴西的大多数腐败都是体制

性的ꎬ 是可以通过加大 “治官” 力度 (制度反腐) 来克服的ꎮ
巴西反腐败力度的最新体现就是 ２０１４ 年启动的 “洗车行动”ꎮ 它引发的

反腐规模和力度前所未有ꎬ 并具有强大的 “外溢” 效应ꎮ② 巴西官僚政治中

的一些潜规则正在被打破ꎮ 对官员来说ꎬ 如果此前的巴西是 “腐败不罚”ꎬ 那

么现在则日益变得 “腐败必罚”ꎮ 巴西本轮反腐行动取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ꎬ
而是最近 ４０ 年来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阶段性成果ꎮ 首先ꎬ 在立法层面ꎬ 巴西

初步形成了一个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相结合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ꎮ③ «有组织

犯罪法» 规定辩诉交易ꎬ «清白公司法» 引入宽恕协议ꎬ 都是巴西腐败治理法

律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ꎮ 其次ꎬ 在机构层面ꎬ 巴西传统腐败治理机构的 “四
驾马车” 模式适时更新为 “三驾马车” 模式ꎮ “三驾马车” 的腐败治理新模

式由法检警协同合作、 以联邦法院为主导ꎬ 最早形成于巴拉那州ꎬ 整合了州

一级联邦法院、 联邦检察院和联邦警察这 ３ 个反腐部门的资源ꎬ 有效克服了

此前机构合作不力、 效率低下的问题ꎬ 打出了巴西腐败治理的组合拳ꎮ 该模

式后来被复制到巴西圣保罗等其他州ꎬ 推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腐败治理ꎮ
总体而言ꎬ 通过 “洗车行动” 这样史无前例的法治反腐行动ꎬ 巴西在

“治官” 方面取得重要成就ꎮ 但是ꎬ 由于腐败现象在巴西官僚体系中根深蒂

固ꎬ 侵入各个角落ꎬ 现在说取得决定性胜利还为时尚早ꎮ 特别是必须指出ꎬ
制度反腐只是 “治官” 的一个重要方面ꎬ 并不是全部ꎮ

３􀆰 “治民” 前路漫漫

法治不仅要驯服 “王者”ꎬ 把公权行使者关进制度的 “笼子” 里ꎬ 还要

令普通民众敬畏法律、 遵守法律ꎬ 此之谓 “治民”ꎮ “治民” 的重要标志是确

立法治秩序ꎬ 确保社会稳定ꎮ
巴西国旗上镌刻着一句格言——— “秩序与进步”ꎬ 反映了巴西人民对安定

有序的社会秩序的热切渴望ꎮ 为了克服法治的 “秩序短板”ꎬ 再民主化后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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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约翰􀅰沃利斯: «美国历史上的体制性腐败»ꎬ 载吴敬琏主编: «比较»ꎬ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辑ꎬ 北

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ꎮ
关于巴西反腐败的影响和成就ꎬ 参见袁东振、 杨建民等著: «拉美国家腐败治理的经验教训研

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９７ － １０５ 页ꎮ 该书的第五章 “巴西的腐败问题与腐败

治理” 由笔者撰写ꎮ
袁东振、 杨建民等著: «拉美国家腐败治理的经验教训研究»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９７ － １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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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在打击黑社会和毒品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立法ꎬ 有些法律 (以 «刑法典»
为代表) 还频繁修改ꎮ 为提高司法效率和透明度ꎬ 巴西进行了司法改革ꎬ 设

立了国家司法委员会ꎮ 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ꎬ 但没有实现既定目标ꎮ 根

据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度世界法治指数» 报告ꎬ 巴西的 “秩序与安

全” “刑事司法” 这两项考核指标在 ５ 项指标中得分最低ꎬ 在全球受评估的

１２６ 个国家中分列第 １００ 位和第 １０３ 位ꎮ① 并且长期以来ꎬ 巴西这两项指标均

得分较低ꎮ
从社会秩序看ꎬ 巴西社会的安全性较差ꎮ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 (ＵＮＯＤＣ) 的统计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７ 年间ꎬ 巴西凶杀率的均值为每 １０ 万人

中有 ２３􀆰 ５ 人遭凶杀ꎬ １９９２ 年凶杀率是最低值ꎬ 每 １０ 万人中有 １６􀆰 ８ 人遭凶

杀ꎬ ２０１７ 年凶杀率为最高值ꎬ 每 １０ 万人中有 ３０􀆰 ５ 人遭凶杀ꎮ② ２０１７ 年巴西

凶杀率世界排名第 ７ꎬ 远高于同期的中国 (０􀆰 ６) 和美国 (５􀆰 ３)ꎬ 在南美国家

中也最严重ꎬ 甚至高于哥伦比亚 (２４􀆰 ９)ꎮ③与此相关ꎬ 巴西毒品犯罪猖獗ꎬ

枪支泛滥成灾ꎬ 监狱系统负载沉重ꎬ 近年来频发暴动ꎬ 监狱内部的敌对黑帮

经常火拼ꎬ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ꎮ
从市场秩序看ꎬ 巴西市场秩序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ꎮ 良好

市场秩序的关键指标是产权保护力度ꎮ 美国智库 “传统基金会” 的报告指出ꎬ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５ 年间ꎬ 巴西的 “产权保护” 得分均值为 ５１ 分 (满分 １００
分)ꎬ 最低分是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５ 分ꎬ 最高分是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７ 分ꎮ ２０１９ 年巴西产权

保护得分与印度持平 (５７ 分)ꎬ 略低于南非和墨西哥 (均为 ５９ 分)ꎬ 远低于

美国 (７９ 分)、 日本 (８４ 分) 和新加坡 (９７ 分)ꎮ④

在解决纠纷方面ꎬ 巴西的法律体系在解决纠纷方面效率低下ꎮ «２０２０ 年度

世界法治指数» 报告显示ꎬ “执法实施” 的 ５ 个二级指标中ꎬ “没有不合理拖

延” 得分最低 (０􀆰 ３ 分)ꎻ “民事司法” 的 ７ 个二级指标中ꎬ “没有不合理拖

延” 得分也最低 (０􀆰 ２８ 分)ꎻ “刑事司法” 的 ７ 个二级指标中ꎬ “及时、 有效

的裁判” 得分 ０􀆰 ２７ꎬ 较之前有一定改善ꎬ 但也仅好于 “不歧视” 和 “有效的

—９２—

①

②

④

参见世界正义工程: «２０２０ 年度世界法治指数»ꎬ 第 ５１ 页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ＪＰ － ＲＯＬＩ － ２０２０ － Ｏｎｌｉｎｅ＿０􀆰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２]

③　 参见全球经济网站的统计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ｍ / Ｂｒａｚｉｌ /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ｒａｔｅ /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２]

参见全球经济网站的统计数据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ｍ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ｈｅｒｉ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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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体系” 这两项指标ꎮ
自 ２０２０ 年春天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ꎬ 巴西成为南美和全球疫情的

一大 “震中”ꎮ 除了总统民望低、 政府实施隔离不坚决、 卫生系统脆弱等多种

原因外ꎬ 巴西法治在 “治民” 方面的短板也暴露无遗ꎮ 政府发布的抗疫措施

没有得到切实执行ꎮ 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ꎬ 因政府抗疫不力ꎬ 黑帮和毒贩

手持冲锋枪代替政府对贫民窟实施强制性隔离措施ꎬ 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ꎬ
护送社区居民上下班ꎬ 仅收取少量的保护费ꎮ 在巴西的亚马孙雨林深处ꎬ 因

联邦和地方政府的隔离措施过于宽松ꎬ 新冠病毒已经蔓延到与世无争的土著

居民中间ꎬ 土著社群领导人不得不采取断路等极端措施自保ꎮ

二　 巴西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如前所述ꎬ 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ꎬ 巴西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

的法治道路ꎮ 本文试图回答的是ꎬ 为什么巴西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国家 “治民”
如此之难? 换言之ꎬ 是什么造成了巴西法治建设存在秩序短板? 原因或许有

很多ꎬ 本文试图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提供一种解释ꎮ
(一) 现代国家构建的三个层次

所有对现代国家构建问题的讨论无一不是从 “何为现代国家” 开始的ꎬ
而几乎所有对 “现代国家” 的定义又无一不是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的ꎮ 韦伯

深刻地洞察到ꎬ 现代国家拥有对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权ꎬ 这既是现代国家的

本质特征ꎬ 也是它与其他政治组织的关键区别ꎮ① 从韦伯的经典定义出发ꎬ 学

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提出自己的见解ꎮ
尽管韦伯提出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应是 “合法的”ꎬ 但他没有专门就 “国家

合法性” 这个维度进行深入挖掘ꎬ 而是从权力支配的一般关系这个更宽阔的

视角ꎬ 区分了权力合法支配的三种理想类型ꎬ 即传统合法性、 魅力合法性和

法理合法性ꎮ② 国内学者赵鼎新一方面指出韦伯的上述三种分类并不完全符合

—０３—

①

②

韦伯指出ꎬ “一个政治机构性的组织ꎬ 如果并且只要它的行政班子卓有成效地运用其对物理暴

力的正当垄断以保障秩序的实施ꎬ 它就应当被称为 ‘国家’ꎮ” 本文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和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译

为 “合法的” 和 “合法性”ꎬ 其含义与阎克文译本的 “正当的” 和 “正当性” 无异ꎮ 参见 [德] 马克

斯􀅰韦伯著ꎬ 阎克文译: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１８６ －１８９ 页ꎮ
[德] 马克斯􀅰韦伯著ꎬ 阎克文译: «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３９５ － ３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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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交性和完备性这两项原则ꎬ 特别是缺失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ꎬ 另一方面他

将权力合法性限缩于国家层面ꎬ 从而提出了更具现代意义的国家合法化三种

类型ꎬ 即意识形态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ꎮ① 其中ꎬ 意识形态合法

性是指国家的统治基于一个被大众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ꎬ 绩效合法性是国家

统治的正当性源自国家为大众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ꎬ 而如果国家统治的正当

性来源于一套被有能力影响政治过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的程序ꎬ 那么这个国

家的统治就是基于程序合法性ꎮ 作为对韦伯 “理想类型” 方法论的一个重要

拓展ꎬ 赵鼎新将意识形态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视作一个 “理想

类型集合”ꎬ 分别对应韦伯的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ꎬ 提升了韦伯理

论的宏微观对称性ꎮ 在赵鼎新的观点中ꎬ 有一点容易被人忽略又非常关键:
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仅仅依靠一种合法性来源就能长久执政ꎬ 大多数时候是数

种来源并用ꎬ 而且在不同国家、 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ꎬ 这三种合法性来源存

在不同的组合ꎮ②

英国学者迈克尔􀅰曼从韦伯的国家定义中包含的领土归属和中央控制这

两个基本要素出发ꎬ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 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ꎮ
专制权力是国家精英所享有的、 不必与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

的自主行动范围ꎬ 而基础性权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到市民社会、 在其整个统

治领域内有效施政的能力ꎮ③ 专制权力的大小反映了国家自主性的强弱ꎮ 与此

对应的是两个极端: 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完全丧失了自主性ꎬ 社会撕裂了国家ꎻ
全能国家是国家完全吞噬了社会ꎬ 有且只有国家无所不能ꎮ 大多数现代国家

的国家自主性程度处于无政府与全能国家之间ꎮ 国家自主性主要体现为相互

联系的两个方面ꎬ 一是官僚体系自身是非人格化的ꎬ 另一个是对外独立于市

民社会ꎮ 非人格化是指官僚体系以贤能而非亲疏为标准构建起来的ꎮ 福山高

度重视官僚体系的非人格化程度ꎬ 认为它是现代国家的指标性特征ꎮ④ 非人格

化的反面就是整个官僚体系任人唯亲ꎬ 裙带盛行ꎬ 导致普遍的体制性腐败ꎬ

—１３—

①

③

④

②　 赵鼎新: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ꎬ 载 «学术月刊»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６８ － １７８
页ꎬ 第 １７７ － １７８ 页ꎮ

迈克尔􀅰曼: «国家的自主权: 起源、 机制与结果»ꎬ 载郭忠华、 郭台辉编: «当代国家理论:
基础与前沿»ꎬ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５３ － ５４ 页ꎮ

福山回溯人类历史时发现ꎬ 家庭这个小共同体是国家这个大共同体的起点ꎬ 但国家又是对家

庭、 部落等人格化共同体的超越ꎮ 参见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ꎬ 毛俊杰译: «政治秩序的起源: 从

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５２ － ６２ 页、 第 ２２５ － ２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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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被福山称作家族化或家族制复辟ꎮ① 迈克尔􀅰曼所区分的另一种国家

权力———基础性权力ꎬ 体现的则是国家能力ꎬ 它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ꎮ
如果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消极能力ꎬ 即保守自己的能力ꎬ 那么国家能力则是

国家的积极能力ꎬ 即发展自己的能力ꎮ
ＣＡＦ—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６ 年的一份报告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公共机构

制定和实施政策及提供服务的能力ꎮ② 国内学者王绍光、 胡鞍钢则指出ꎬ 国家

能力是国家将自己意志、 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ꎬ 核心是汲取能力ꎮ③ 大致而

言ꎬ 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效

能ꎬ 指官僚机构及时作出正确决策、 制定有效政策并不打折扣地贯彻实施的

能力ꎻ 另一方面是民众信任ꎬ 反映现任政府特别是总统能否维持较高的支持

率ꎬ 以及政府的决策是否得到多数民众的信任、 支持和配合ꎮ
福山将国家构建与法治和问责制一起并列为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大基

本要件ꎬ 但他未能从理论上厘清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关系ꎬ 往往在不同场

合把不同问题混为一谈ꎮ④ 米格尔􀅰Ａ􀆰 森特诺和阿古斯丁􀅰Ｅ􀆰 费拉罗等人在

比较拉美一些国家与西班牙的国家构建问题时ꎬ 将现代国家构建分解为领土

性权力、 经济权力、 基础性权力和象征性权力ꎮ⑤ 根据作者们对这四项权力的

阐释ꎬ 象征性权力可以等同于国家的合法性ꎬ 领土性权力完全可以并入基础

性权力范畴ꎬ 而经济权力明显属于国家的专断权力即国家能力ꎮ
本文吸取了自韦伯以来在现代国家构建问题上的重要研究成果ꎬ 认为现

代国家构建存在国家合法性、 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三个层面ꎬ 据此考察巴西的

现代国家构建问题ꎮ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ꎬ 福山将拉美地区国家构建问题部分归之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ꎬ
将美国当下的政治衰败称之为 “家族制复辟”ꎮ 分别参见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ꎬ 毛俊杰译: «政治

秩序的起源: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３１９ － ３３５ 页ꎻ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ꎬ 毛俊杰译: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ꎬ 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ꎬ 第 ４３４ － ４４４ 页ꎮ
ＣＡＦ—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

家: 提高设计、 执行和学习公共政策的能力»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８ 页ꎮ
王绍光、 胡鞍钢著: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ꎬ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６ 页ꎮ
参见李强: «政治秩序中的国家构建———福山国家理论述评»ꎬ 载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ꎬ 郭

华译: «国家构建: 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ꎬ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ꎬ ２０２０ 年ꎬ “导读” 第 ３５ 页ꎮ
Ｍｉｇｕｅｌ Ａ􀆰 Ｃｅｎｔｅｎｏ ａｎｄ Ａｇｕｓｔｉｎ Ｅ􀆰 Ｆｅｒｒａｒｏ ( ｅｄｓ􀆰 )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ｐａ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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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西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

１􀆰 国家合法性问题基本解决

巴西法治建设花了两个世纪才基本完成 “治王” 任务ꎬ 与巴西现代国

家构建的合法性问题是密切相关的ꎮ 从韦伯的经典分类看ꎬ 巴西历史上的

帝制之所以持续 ６７ 年之久ꎬ 其合法性主要来自历史、 传统和血统: 葡萄牙

对巴西长达 ３００ 年的殖民历史、 布拉干萨王朝避祸巴西以及佩德罗一世作

为葡萄牙王子的身份ꎮ 瓦加斯的威权统治能够存在 １５ 年ꎬ 主要依靠他个人

的超凡魅力所营造的合法性ꎮ 不过ꎬ １９６４ 年推翻民主体制的军政府能够统

治 ２１ 年ꎬ 就无法从韦伯理论中获得圆满的解释ꎮ 这种被阿根廷政治学家吉

列尔莫􀅰奥唐奈称作 “官僚威权主义” 的新政体形态ꎬ 至少在其执政前期

高度依赖的是绩效合法性ꎮ 随着所谓的 “巴西奇迹” 黯然失色ꎬ 军政府就

不得不主动进行政治 “开放” 和民主转型ꎮ 与此同时ꎬ 无论是帝制倾覆ꎬ
还是 “新国家” 解体ꎬ 抑或军政府还政于民ꎬ 根源都在于这些体制要么从

一开始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ꎬ 要么逐渐失去了合法性ꎮ 事实上ꎬ 在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前ꎬ 巴西历届政府的施政从未真正依赖过法理合法性 (如
韦伯所言) 或者程序合法性 (如赵鼎新所言)ꎮ 直到新共和国时期ꎬ 巴西才

逐渐转型为一个实行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ꎬ 国家合法性不再成为主要问题ꎮ
也正是因为国家合法性得到了有效解决ꎬ 国会才能够通过宪法赋予的弹劾

权力实现对总统的有效制衡ꎮ
以赵鼎新的观点来回看近 ４０ 年巴西的政治变迁ꎬ 可以发现在不同政府时

期ꎬ 国家合法性来源的组合有所不同ꎮ 卡多佐时期ꎬ 政府除因解决了地方债

务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而获得程序合法性之外ꎬ 还拥有较高程度的绩效合法

性ꎮ 卢拉时期ꎬ 由于外部环境有利于巴西ꎬ 卢拉本人具有强大的魅力权威ꎬ
程序合法性、 绩效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三者兼备ꎬ 造就卢拉成为美国时

任总统奥巴马所称赞的 “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总统”ꎮ 但到了罗塞夫时期ꎬ 由于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挫ꎬ 巴西经济开始下行ꎬ 罗塞夫个人魅力又远不及

卢拉ꎬ 绩效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均斑驳褪色ꎬ 她在第二任期开始不久就

遭到弹劾ꎮ 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号称 “热带特朗普”ꎬ 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ꎮ
尽管他的当选具有程序合法性ꎬ 但绩效合法性因抗疫不力而饱受质疑ꎬ 国家

治理比较倚重个人的克里斯玛式意识形态合法性ꎮ 博索纳罗政府的这种执政

合法性组合是否足够稳固ꎬ 有待观察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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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巴西的国家自主性不足

在拉美地区ꎬ 国家自主性缺失主要体现为亨廷顿所说的 “普力夺社

会”ꎮ① 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形态ꎬ 普力夺社会不仅指军队频繁干政ꎬ
还包括教会、 跨国公司、 工会、 农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势力都深度介入政治ꎮ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拉美国家ꎬ 国家自主性的敌人有所不同ꎮ 在独立的第

一个世纪ꎬ 国家如何从教会夺回治理权力进而实现政教分离ꎬ 成了权力斗争

的一大焦点ꎮ 在墨西哥ꎬ 因 １８５７ 年 «宪法» 取消教会特权ꎬ 保守派与自由派

之间爆发了历时 ４ 年的 “改革战争”ꎮ 自由派在 １８５９ 年颁布的 «改革法» 中

规定ꎬ 无条件没收教会财产、 实行政教分离等措施ꎮ 除教会外ꎬ １９ 世纪的拉

美各国还面临考迪罗等地方分离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ꎮ 阿根廷独立后很长

时间ꎬ 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战争不断ꎬ 国家统一迟迟未能实现ꎬ 更谈不上国

家自主性ꎮ ２０ 世纪以后ꎬ 跨国公司和工会对拉美一些国家的国家自主性构成

严峻挑战ꎬ 比如ꎬ 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联合果品公司曾长期左右哥伦比亚及中

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政局走向ꎮ 而在墨西哥和阿根廷ꎬ 以工会、 农会等势力

为支柱的职团主义也侵蚀了它们作为现代国家的自主性ꎮ
与墨西哥、 阿根廷等国相比ꎬ 巴西的教会、 跨国公司和工会等非国家组

织对国家自主性的挑战没有军队那样严重和持久ꎮ 在巴西现代国家构建过程

中ꎬ 军队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的ꎬ 因而也是最具现代性的机构ꎬ 自然

极大地阻碍了现代国家自主性的发展ꎮ 查尔斯􀅰蒂利提出ꎬ 战争是塑造现代

国家的重要力量ꎮ② 由于地处南美这一较为和平的大陆ꎬ 巴西没有经历像中国

春秋战国时期或近代欧洲各国那样大规模的长期对外战争ꎮ 这对巴西的现代

国家构建是不利的ꎮ 值得一提的对外战争ꎬ 如 １８６４—１８７０ 年的三国同盟战争

和二战末期的远征出战ꎬ 均以巴西参战一方获胜而告终ꎬ 这自然有利于提高

国家的自主性ꎬ 但也更有利于提高军队相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ꎮ 毫不奇怪ꎬ
１９６４ 年发动政变推翻古拉特政府的将军正是从意大利战场凯旋的功臣ꎮ

巴西再民主化实际上是一次重建国家自主性的过程ꎮ 从科洛尔到罗塞夫ꎬ
几任文官政府都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文官控制军队ꎮ 但是ꎬ 由于悠久的军人干

政传统和浓厚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ꎬ 巴西的国家自主性依然不足ꎮ 这一方面

—４３—

①

②

[美] 塞缪尔􀅰Ｐ􀆰 亨廷顿著ꎬ 王冠华、 刘为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ꎬ 第 １６２ 页ꎮ
[美] 查尔斯􀅰蒂利著ꎬ 魏洪钟译: «强制、 资本和欧洲国家 (公元 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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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体制性腐败未能有效根除ꎬ 官僚系统内侍从主义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ｏ) 盛行ꎻ
另一方面ꎬ 尚不能排除右翼保守主义势力与军队再次结盟的可能性ꎮ 博索纳

罗上台后ꎬ 右翼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ꎮ 多位现役或退役军人出任内阁

要职ꎬ 一些现役军人公然在日益极化的政治斗争中选边站队ꎮ ２０２０ 年暴发新

冠疫情以来ꎬ 博索纳罗始终采取消极抗疫政策ꎬ 引发了巴西最高法院、 国会

反对派议员和一些州长的强烈反对ꎮ 无论博索纳罗诉诸军方干预的 “自我政

变” 传言是否属实ꎬ 都将对巴西的国家自主性乃至整个现代国家构建产生负

面影响ꎮ
３􀆰 巴西的国家能力较弱

长期以来ꎬ 拉美地区的国家能力几乎是全球各地区中最弱的ꎬ 最近 ４０ 年

来仅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略有上升ꎬ 其他时期均在低位徘徊ꎮ ＣＡＦ—拉丁美

洲开发银行在比较拉美 ８ 国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这 ４ 个年份

的政府效率指数后发现ꎬ 智利的国家能力最强ꎬ 乌拉圭也表现突出ꎬ 哥伦比

亚和墨西哥有所提高ꎬ 阿根廷和秘鲁情况恶化ꎬ 委内瑞拉始终垫底ꎬ 巴西的

政府效率虽总体好于秘鲁和委内瑞拉ꎬ 但仍属国家能力弱的国家ꎮ 有意思的

是ꎬ 巴西的政府效率指数在这 ４ 个年份中只有 ２０００ 年是正值ꎮ 正是在这一

年ꎬ 卡多佐政府出台了 «财政责任法»ꎬ 控制住了超级通货膨胀ꎬ 极大地提升

了联邦政府的威望ꎮ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属于卢拉和罗塞夫执政时期ꎬ 巴西

的政府效率得分为负且持续走低ꎬ 显示劳工党政府在提高巴西国家能力方面

并无太大作为ꎮ 当然ꎬ 即使在联邦政府内部ꎬ 也并非所有机构的国家能力都

弱ꎮ 根据学者伯奇等人 ２０１３ 年的研究ꎬ 尽管巴西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政府

效能不强ꎬ 养老金监察局、 共和国总统办公厅等机构尤其软弱ꎬ 但中央银行、
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等 １５ 个联邦政府机构属于能力卓越部门ꎮ①

面对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 时ꎬ 福山认为重要的不是政

体类型ꎬ 而是国家能力ꎬ 是 “公民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ꎬ 以及这些领导人

是否领导着一个称职而有效的国家”②ꎮ 如果说政府效能的提升非一日之功ꎬ 民

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抗疫这样的特殊时期就成了决定国家能力的关键ꎮ 自疫情暴

—５３—

①

②

ＣＡＦ—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建设一个更有效率的国

家: 提高设计、 执行和学习公共政策的能力»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９ －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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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来ꎬ 博索纳罗的消极抗疫政策引发巨大争议ꎬ 加剧了政治极化ꎬ 他的支持

率在 ２４％ ~３７％的低位徘徊ꎬ 到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不支持率已经达到 ５３􀆰 ８％ꎮ① 在政

府效能不强、 政府信任度低的情况下ꎬ 巴西政府抗疫不力自不待言ꎮ
任剑涛指出ꎬ 现代国家构建必须递进式地经历三大关键时刻ꎬ 才能成为

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ꎬ 这三个时刻分别是马基雅维利时刻、 霍布斯时刻和

洛克时刻ꎬ 对应的是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必须强大和国家必须规范这三个不

断向上的阶段ꎮ② 从现代国家构建角度看ꎬ 巴西早已跨越了马基雅维利时刻ꎬ
却卡在了霍布斯时刻与洛克时刻之间ꎮ 与一些国家不同ꎬ 巴西目前的最大问

题不在于还不是洛克式的规范国家———这并不是说它已经完成了这一时刻ꎬ
而是说本该在先完成的霍布斯时刻迟迟未能完成ꎬ 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还

有待形成ꎮ 也许只有从霍布斯时刻与洛克时刻交织而成的泥淖中跋涉而出ꎬ
巴西才称得上茨威格所期许的货真价实的 “未来之国”ꎮ

因此ꎬ 对现阶段的巴西而言ꎬ 国家能力建设远比国家合法性和自主性重

要ꎬ 法治秩序短板的实质是国家能力的短板ꎬ 它具有历史、 制度、 经济和社

会等方面的原因ꎮ 历史上ꎬ 如托马斯􀅰埃特曼所言ꎬ 在葡萄牙所处的拉丁欧

洲ꎬ 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可能更普遍地推动了这个地区在专制规模方面的国

家扩张ꎬ 但不鼓励早期现代制度创新方面的理性化ꎮ③ 作为现代早期国家形式

的乐土ꎬ 拉丁欧洲形成了地区特色的世袭绝对主义政体ꎬ 此后这种政体通过

殖民扩张跨越了大西洋ꎬ 导致巴西等拉美国家独立后的现代国家构建先天不

足ꎮ④在制度层面ꎬ 联邦制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失衡ꎬ 总统制与国会选举

的比例代表制结合而产生了一个脆弱的 “联盟总统制”ꎮ 在经济和社会层面ꎬ
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单一自然资源ꎬ 种族问题与阶级矛盾交织ꎬ 中产

阶层软弱到难以充当社会秩序的 “稳定器”ꎬ 城市化推进过快又导致大量的非

正规就业ꎬ 像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形成了大量贫民窟ꎬ 后者成为滋生黑社会

组织的温床ꎮ 这些问题既是国家能力软弱的具体症候ꎬ 也是进一步提升国家

能力的障碍ꎮ

—６３—

①

②

③

“Ｄｅｓａｐｒｏｖａçãｏ ｄｅ 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 Ｂａｔ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 ｅ Ｓｕｐｅｒａ ５０％ ꎬ Ｄｉｚ Ｐｅｓｑｕｉｓａ”ꎬ ２１ ｄｅ ｊｕｎｈｏ ｄｅ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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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建国的三个时刻: 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与洛克的递进展现»ꎬ 载 «社会科学战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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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 托马斯􀅰埃特曼著ꎬ 郭台辉译: «利维坦的诞生: 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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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语

本文试图呈现巴西法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给出解释ꎮ 本文的第一个主

要发现是ꎬ 巴西法治发展的顺序与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是颠倒的: 巴西法治

的 “治王” 任务现在已经基本完成ꎬ “治官” 取得重要成就ꎬ 但 “治民” 依

然任重道远ꎮ 第二个发现是ꎬ 巴西特殊的法治道路与它的现代国家构建问题有

重要关联ꎮ 造成一国法治秩序短板的原因固然很多ꎬ 从国家合法性、 国家自主

性和国家能力这三个层次看ꎬ 巴西近 ４０ 年来的国家合法性问题基本解决ꎬ 但国

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还不强ꎬ 尤其是国家能力弱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ꎮ 结合

这两个发现ꎬ 可以说巴西法治的秩序短板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的短板ꎮ
国内学界对一国法治道路与其现代国家构建问题进行研究的著述尚不多

见ꎬ 本文就这个主题往前推进了一小步ꎮ 更重要的是ꎬ 本文的分析可以从巴

西扩展到存在类似问题的其他拉美国家ꎮ①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ꎬ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ꎬ 拉美地区民主问责制做得不错ꎬ 但法治建设比较滞后ꎬ 特别体现在治

安不良、 犯罪率居高不下、 法庭程序不畅、 产权制度薄弱或无保障、 富人为

富不仁以及强人胡作非为ꎮ② 换言之ꎬ 巴西特殊的法治道路和现代国家构建问

题及二者关系在拉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ꎮ 当然ꎬ 本文的研究还是初步的ꎮ
由于没有排除影响巴西法治发展的其他可能变量ꎬ 本文的研究更倾向于接受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研究中所强调的那种 “选择的

亲和性” 立场ꎮ③ 在考察巴西法治发展问题与其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相关性的强

度方面ꎬ 可能还需要更严谨的定量分析ꎮ 至于法治的 “治王” 维度与国家合法

性、 “治官” 维度与国家自主性、 “治民” 维度与国家能力之间存在的对应关

系ꎬ 特别是法治的秩序短板与国家能力建设的联系ꎬ 也需要更细致深入的研究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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